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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精神國防」到「流浪教師」：臺灣師資 

培育制度史的歷史社會學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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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從目前社會出現一個奇特現象「流浪教師」，為文分析此現象產生

的社會背景因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為 1994 年所公布的《師資培育法》

所造成的衝擊。接著從蘇峰山（ 2003）〈教育市場化論述分析：教育鬆綁的

雙重詮釋〉一文中，所討論的教育鬆綁兩種論述「市民社會」與「市場化」

來進行分析，並對於臺灣師資培育制度進行探討。共得到兩項結論：一、

透過歷史社會學的研究取徑，探討從日治時期到現今的師資培育制度的發

展，可以發現：國家控制著師資培育制度發展的力量一直是強而有力的進

行著，時至今日依然如此。二、1990 年代對於師資培育的改革方向，政府

將重心擺在「讓師資培育走向市場化」而非「讓國家這隻看得見的手從師

範教育中抽離」。市場化的結果也造成今日的「流浪教師」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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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不追尋制度的歷史演進，我們不可能瞭解今日所做的選擇。  

——D. North，《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  

壹、前言 

一、  研究動機 

國內關於「師資培育」、「師範教育」的議題，一直都是教育學者所關

注的研究焦點之一。單以「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影像系統」中，「關鍵詞」

一欄輸入「師資培育」即可找到 457 筆資料；輸入「師範教育」也可找到

56 筆資料。再者，從「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中，「關鍵詞」一欄輸入

「師資培育」即可找到 88 筆資料；輸入「師範教育」也可找到 22 筆資料。

從以上的數據顯示出此議題的研究一直算是相當熱門。  

如果針對這些研究成果再深入分析之後更可發現，近幾年的研究有一

大半都是針對 1994 年所公布的《師資培育法》之後，對於我國舊有的師

資培育機構的衝擊、整個國內教師的供需機制影響，甚至師範院校的發展

多所著墨。這當中不乏例如舒緒緯（ 1998）研究關於整個師資培育法的修

訂過程及其條文的分析。足見 1994 年所公布的《師資培育法》，以及隨後

1995 年所公布的《大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辦法》，對於這 10 年來臺灣整個

師範教育造成相當大的衝擊，這當中包括了流浪教師問題、教師甄試制度，

以及師範院校的生存等相關重大議題。  

另外一方面，「全球化」（ globalization）、「市場化」（marketization）的

理論、概念近幾年來蔚為風行，臺灣許多學者運用「市場化」的概念到教

育領域中進行研究。當然，這不是一面倒的現象，當中也有學者提出反省、

質疑的，例如蘇峰山（ 2003）〈教育市場化論述分析：教育鬆綁的雙重詮釋〉

一文，即深刻探討究竟在 1990 年代的教育改革活動，訴求的「教育鬆綁」

究竟是不是等同於「教育市場化」？蘇峰山從「市場經濟」與「市民社會」

兩條軸線來作論證，對於這股「市場化」的熱潮，提供了我們另一種思考

的方向。  

同樣的，過去羊憶蓉（ 1990）探討了臺灣從解嚴前後，政府在教育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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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上扮演的角色，及至謝卓君（ 2005）論證，臺灣於 1990 年代開放師資培

育後，市場化對於師培政策所造成的深度影響。國內對於臺灣師資培育發

展 的 最 新 著 作 ，《 臺 灣 師 資 培 育 ： 國 家 控 制 與 市 場 化 之 論 戰 》（ Teacher 

education in Taiwan: State control vs marketizat ion）同樣也是從國家控制

與市場化此二角度論述臺灣師資培育的發展（Yang & Huang, 2016）。  

回過頭來，1990 年代中期教育改革對於「師資培育訴求從一元化走向

多元化」的理由，或許從以下文字當中可以看出（陳舜芬、丁志仁、洪儷

瑜， 1996，頁 29）：  

以往的師資培育制度著重整齊畫一，培育機構集中於少數師範院

校，中小學師資分流養成。培育機構的環境相肆、科目學分相同，如

此培養出來的教師在價值與文化上具有高度的同質性。  

因應變遷迅速、價值多元的社會，師資培育機構宜開放，公私立

大學在充足的環境條件下均可培育師資，中小學師資可以在同所機構

中合流養成，各機構應有相當程度的自主性以訂定教育科目與學分，

教育學程可以彈性開設於大學部或學士後。原有單獨設立的師範院校

亦可考慮與鄰近大學合併或合作、甚或改為一般大學，俾能在系所領

域的設置上不致受限於中小學的科目，增進校內學習環境的多樣性，

提供師生更廣闊的視野與發展空間。  

 

但是 1990 年代末期，以市場化觀點支持師資培育改革的學者則承接

上述的論述，提出交由市場法則、進場 /退場機制來決定師資培育這塊市場

的分配。教育部似乎也接受這套說法，最初是規定全國各大專院校修習教

育學程的學生比率上限，最近則開始對於各校教育學程中心作評鑑，評鑑

結果以作為限縮修習教育學程人數的依據。然而，這裡其實又引發了一個

相當吊詭的問題，假若支持全由市場來決定師資培育這塊大餅的話，為何

最後還是由教育部出手？或許我們可以看出從 1990 年代至今，國家這隻

幕後的黑手對於教育的掌控始終沒有鬆脫過。  

從正面來看，對於開放師資培育進而引發流浪教師等問題，教育部終

於肯出面解決；從負面來看，當初這項政策施行時，並沒有全盤去規劃考

量，導致如今出現且戰且走，收拾善後的窘境。這不禁另筆者去思考幾個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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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果時光倒流回到 1990 年代中期那個教育改革喊得漫天價響

的年代，我們要作的是：讓國家這隻無形的手抽離對於師資培

育的控制，還是讓師資培育全交由市場來決定？  

（二）回顧整部臺灣師資培育制度的發展史中，師資培育究竟是否全

由師範院校壟斷？國家對於教師的供需市場有無全盤性的規

劃？  

（三）國家在臺灣師資培育制度發展過程當中，究竟扮演了什麼樣的

角色？  

二、  研究方法 

基於上述三個問題，筆者認為必須從整個臺灣的師資培育發展史當中

來找答案。一般社會學者常忽略時空因素，誠如 Smith（ 1991）所言，一

些社會學家缺乏「歷史意識」：在經驗方面，他們忽略過去；在觀念方面，

他們既不考慮社會生活的時間維度，也不考慮社會結構的歷史變遷。Tilly

（ 1990）也提到，在社會學家所建立的學科規範中，時間和空間只是被當

成一種方便的座標，而非有系統的分析主體，或是變異當中的永恆基礎。

因此筆者藉由「歷史社會學」的研究取向，試圖從過去所遺留下的檔案史

料裡頭，歸納出整個臺灣師資培育制度發展的模式，尤其是國家在這之中

所扮演的角色。  

Abrams（ 1982）所言，歷史社會學的研究取向不以呈現過去到現在關

係的演化發展為滿足，也不僅是要將過去視為現在的歷史背景。而是要去

瞭解個人活動及其經驗形成之間的關連性，以及社會組織隨著時間的存在

而產生持續性的建構。歷史社會學使得社會分析的焦點，集中在建構的持

續性過程。正如 Mills 對於探討歷史社會學的研究目標時，說道（ Mills,  

1959, p.192）：  

我們研究人類決策的結構限制，乃是為了找出有效的干預點，以

便知道，如果要擴大某些決策在歷史創造上所扮演的角色，必須以及

可以在結構上改變些什麼？我們對歷史的興趣，不是出於未來是無可

避免地要受過去束縛。  

 

以下筆者將臺灣的師資培育制度發展分成三個階段，並進行分析：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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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階段的師資培育模式：「控管」和「疏導」（ 1895-1945）；第二階段的師

資培育模式：威權體制下的精神國防（ 1945-1994）；第三階段的師資培育

模式：市場化的取向（ 1994 年迄今）。前兩個階段的畫分是依據政權的更

迭，後兩階段的畫分則是依據 1994 年教育部所公布的《師資培育法》。  

貳、第一階段的師資培育模式： 
「控管」和「疏導」（1895-1945） 

臺灣早在日治時期已有一套完整的師範教育體系，當然，內容更動頻

繁也是它的特點之一。此外，這裡必須提出兩點：一、1904 年日本在日俄

戰爭中大獲全勝，使得來臺日人增加，造成學齡兒童連帶增加，對於師資

培育也造成影響；二、從這套制度可以看出日本有打算永久統治臺灣的企

圖，但最後隨著中日戰爭的爆發，功效才消減下來。  

日本政府所制訂的這套師資培育制度，筆者認為可從「控管」以及「疏

導」兩個層面來看。而「控管」又可分為兩部分：「巨觀的政策」以及「微

觀的學校生活」。  

政策方面，最初日人治臺在 1898 年設置公學校、 1899 年設置培育臺

籍師資的師範學校（師範學校後來變為國語學校師範部乙科）。就人數上來

說，國語學校的臺籍學生一直比日籍學生來得多，到後來國語學校幾乎成

為臺籍學生的天下。但是這時的師範教育實施日臺人差別教育，即採取雙

軌制度（同校不同科），程度上日籍學生也比臺籍學生來得要好。 1919 年

總督府制訂「臺灣教育令」，情形仍是如此，唯獨國語學校名稱改為師範學

校。要到 1922 年修正臺灣教育令之後，除了初等教育以外的學校均實施

日臺共學制，因此師範學校也走向一元化（除了小學師範部）。但是從資料

中發現，到後來原本培育臺灣學生為主的師範教育，竟已變成培育日籍學

生為主（ 1923 年，日：臺 =8.09%： 91.91%； 1940 年，日：臺 =78.47%：

21.53%）（李園會， 1997）。  

1941 年小學校、公學校依據「國民學校令」，改稱為國民學校，師範

學校中的小學師範部也被打散，從此師範學校確定為一元化。此時師範學

校所招收的學生，幾乎是以日籍學生為主了（ 1944 年，日：臺 =8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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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7%）（李園會，1997）。尤其二次大戰結束前幾年，日本政府不斷更改

法令，將學生送往戰場、軍事工廠，學校教育幾乎完全停頓。  

從這裡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對於師範教育的作法：一、並無考慮到教育

機會均等的問題，尤其到後來師範學校幾乎以培育日籍學生為主；二、「政

治」目的高於「教育」目的，藉由透過師範學校所培育的臺籍教師，進入

學校教導臺灣學生學作「日本人」。但是這種成效究竟有多大，恐怕令人質

疑。  

因此從以上的說明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對於師範學校中的臺籍學生，

除了在政策上的不平等之外，在學校生活也歧視這些學生，這在非師範性

質的學校亦是如此，而且對於學生數量也一直控制在範圍內。這是對於「控

管」部分的說明。  

今人的研究，多放在「控管」的部分，筆者認為日治時期的師範教育

還有「疏導」的功能，試說明如下。  

誠如矢內原忠雄（ 1985）所言，日本統治臺灣最初的 25 年間，統治的

權力大部分放在經濟方面，對於教育並不重視。當時供臺灣人念的學校不

但少且收容人數有限，因此臺灣的資產家對子弟教育熱心的人，就把達到

學齡的子弟逐漸送到日本就學。根據《警察沿革誌》記載，早在 1901 年留

日的風潮即已開始，且逐年增加，直到 1922 年為止總數已達 2400 餘名（王

詩琅， 1988）。  

這些留學生在日本受到當時民主主義思想的薰陶，以及中國留學生的

影響，因此不少人開始批評臺灣教育的不完善，甚至批評總督的專制統治，

這後來也催生了「臺灣教育令」的誕生（李園會，1997）。雖然如此，日本

政府在臺灣學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同時，只開放工、農、醫、商、師範學校，

卻嚴格規定不准修習法政類科，因此優秀的學生不是進入了臺北醫專，就

是臺北師範學校。尤其是臺北師範學校，日人無不希望臺籍學生將來畢業

後，進到學校成為日本政府灌輸意識型態的工具。  

從以上的說明中，筆者試圖論證日本政府對於臺籍學生進一步教育的

安排，疏導他們進入師範學校或其他性質學校。不管這樣的疏導其目的性

為何、是好或是壞，但是就某種程度來說，對於日本政府至少解決了一個

棘手問題，不然臺灣學生若是到日本留學回國，恐怕不見得會比較好。因

此就目的性與工具性來說，日治時期的師範學校是具有「疏導」色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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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第二階段的師資培育模式： 
威權體制下的精神國防（1945-1994） 

1945 年國共戰爭，國民政府最終戰敗來臺，統治臺灣。 1947 年 2 月

28 日爆發二二八事件，政府隨即在 1949 年 5 月 20 日實施戒嚴， 1949 年

6 月 20 日頒佈〈懲治叛亂條例〉，直到 1987 年 7 月 15 日政府宣布解嚴，

1991 年 5 月 1 日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因此這 40 幾年來臺灣處於戒嚴時期。

另一個原因則是發生在 1949 年臺灣省立師範學院的「四六事件」。吳文星

曾訪談兩位當時的師大學生，關於四六事件之後的校園。其中一位涂炳榔

回憶道（吳文星， 2001a，頁 155）：  

劉真來整頓後的「師大」與以前大不同。以前的「師大」不論在

課堂上或學生的生活都是非常自由，但事件後劉真馬上規定「師大」

的學生每天早上要開朝會、朝會時還會派教官一個個點名，後來甚至

連上課都要點名。劉真又因陳誠的關係，爭取到經費，也為方便管理

學生，便大量擴建「師大」的學生宿舍。記憶中後來「師大」的學生

一律要住校的樣子，整個學校的校風似乎變得非常有規律。  

 

師大人文學社（ 1997）認為：  

四六之後，師大的校園戒嚴正式開始，師大校風由原先積極關心

社會的自由開放，改變為保守，從此師生在高壓控制下，改革的聲音

較少浮上檯面。  

臺灣師大長期以來被社會認為是臺灣大學院校中，最為保守的校

園之一，無論是在校園自身的改造過程中，或是在學生運動、社會運

動的社會積極參與上，昔日都籠罩在低壓下。。  

 

四六事件的影響或許沒有如師大人文學社那樣大，因為當初沒有四六

事件的話，師範教育也難逃脫控制的命運。當時政府為了要塑造給臺灣人

所謂「國共不兩立」的集體記憶，因此除了在軍事國防之外，也必須借重

精神國防，即鞏固師範教育。  

此外，綜觀我國師資培育的發展，陳伯璋（ 1991）歸結了五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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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確定師範教育為精神國防的重要工作；二、提升師範教育的素質；三、

師範教育一元化的轉化；四、維持公費的原則；五、中小學教師分途培養。

從第一、三、四項，以及上面的說明可以發現，戰後臺灣的師資培育發展，

國家扮演了一個相當集權的控制角色，導致師範教育帶有極高的「集體性」

色彩。其中關於一元化、集體化，葉啟政（ 1990，頁 397）認為：  

集體式之教育所助長的普遍概化和集中化乃有助於在權者之教

化控制更為有效，也更徹底。再者，只有在時空範疇（尤其空間）被

侷限與明確化的情形下，人口才可能有系統、有組織的集中，使集體

監視和教化更形便利，可以在同一個時間內，把系統化、標準化的文

化內容，有效地烙印在一大群人的腦海裡。這是學校教育能夠發揮有

效之控制契機的關鍵所在，高等教育自也不例外。  

 

在這裡看出了國家所扮演的角色之後，我們還必須去回答一個問題：

師範院校在這個時期是否壟斷了整個師資培育市場。從檔案記載中發現，

終戰後師資培育均由師範院校所壟斷，直到 1967 年教育部為了要籌備九

年國民義務教育的師資，乃公布「公立大學及獨立學院設置教育選修科目

試行辦法」，由臺大、中興、政大及成大四所學校辦理，使一般大學生在

1980 年以前均可透過此途徑取得教師資格。1979 年「師範教育法」公布，

其中第二條第一項規定：「師範教育由政府設立之師範大學、師範學院及師

範專科學校實施之。」此後，我國的師資培育均由師範院校以及政治大學

教育系辦理。 1987 年開始，師範院校辦理「學士後教育專業班」，招收非

師範院校畢業的一般大學生，修習教育學程。直到 1994 年公布「師資培

育法」才改變這個現象。  

從陳舜芬、丁志仁、洪儷瑜（ 1996）《師資培育與教師進修制度的檢討》

一書中，藉由分析 1992 學年度臺灣各級學校教師學歷、登記檢定資格統

計表可發現，雖然國民小學、國民中學、高級中學和高級職校的教師，師

範院校畢業的大約佔 4 到 5 成，但是其餘的教師普遍也是透過修習學士後

教育學分才取得教師資格。由此足以證明這幾十年來師範院校壟斷了整個

教育師資市場。  

對於這樣一元化的師資，國家壟斷整個市場，從正面來看，一元化政

策較能掌握教師需求量，便於教師人力市場之調節控制，避免人力之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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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芬芬， 1992）。但是主張師範教育應該走向多元化的人士卻不這麼認

為，張春興（ 1991）就強調：在自由競爭的刺激下，可顯現「優勝劣敗」

的市場機能，教師素質因而提升；且在開放環境中，更易培養出開放社會

所需的多元開放性格的教師。陳伯璋（ 1991）也力主開放，理由是反對師

範教育受到「專賣壟斷」，亦即是出於「師範教育大家辦」與「教師職業大

家分」的市場利益所致。  

在教育的領域當中，1990 年代有兩件重大的議題值得討論：一是學生

運動的風起雲湧；二是 1994 年的教改大遊行，這波由下而上的運動，使

得政府不得不提出教改策略因應，並進而開始推動教育改革，直至今日，

都還影響著我們目前教育的施政方針。  

肆、第三階段的師資培育模式： 
市場化的取向（1994年迄今） 

面對 1994 年 4 月 10 日的教育改革大遊行，民間發出要求改革教育的

聲音，當時政府邀請專家學者組成「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並於

1996 年提出《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在這份報告書當中，即提到「多

元師資培育體系猶待改進」（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 1996，頁 5）：  

教育改革之成敗，有賴多元而專業的教師參與，目前我國正擬以

多元的師資培育體系，培育更開放及更高水準的教師，改變學校文化，

促成社會進步。此項改革尚待結合多元卓越的教育條件與政府經費之

支援，方能培養出高素質之師資。  

 

在第 19 頁、第 23 頁等多處也一再提及師資培育多元化的主張。其實

早先在 1994 年 2 月 7 日所公布的《師資培育法》即已確定師資多元化的

主張，第四條言明（教育部中等教育司， 1997，頁 31）：  

師資及其他教育專業人員之培育，由師範校院、設有教育院、系、

所或教育學程之大學校院實施之。  

前項各校院之教育學分及課程，應針對中等學校、國民小學、幼

稚園及特殊教育師資類科之需要，分別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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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所稱教育學程係指大學校院所規劃經教育部核定之教育

專業課程。  

大學校院教育學程應置專任教師，其師資及設立標準，由教育部

定之。  

 

1990 年代起，不管是從民間的聲音，例如四一０教育改造聯盟（ 1996，

頁 112）在《民間教育改造藍圖》一書中批評傳統的師範教育體制過於僵

化，並認為：  

鼓勵各大學校院廣設教育學程、院、系、所，進行多元化的師資

培育及教育學術研究，才能指向現代化的教育。  

 

朱敬一、戴華（ 1996）在《國家在教育中的角色》一書中，引用自由

主義學者的說法，如 M. Friedman、 F. Hayek、 J.  S.  Mill、A. Smith 等人，

從「小國家，大國民」的觀點，進而提出「教育鬆綁」的主張，對於師資

培育的看法，即強烈認為應該開放師資培育多元化。  

但是在這裡也要說明的是，當時「師範教育法」改為「師資培育法」

時，時任教育部長郭為藩乃是與立委妥協下同意，也就是說教育部是被立

法院推著前進（薛曉華，1996）。這裡可以看出教育部的立場應是無法接受

師資培育立刻完全開放的觀點。  

由於當時主張師資培育開放的聲浪大，理由也不外乎上述幾項：師資

培育制度過於僵化、師範院校壟斷市場、師範教育數十年來只是淪為精神

國防教育等等，支持的理由也不外乎：師資培育多元化下的老師，視野比

較開闊、外國對於師資培育早已行之多年，師範院校併入一般大學之中了，

多數的觀點都是從市場化的角度切入。本文「市場化」用語指涉「師資培

育多元化」之說法，亦可參見薛曉華（ 1996）、謝卓君（ 2005）、蘇峰山（ 2003）。 

1990 年代至今，師資培育市場開放之後，取得教師資格卻找不到教職

的人急遽增加，社會上形成一股「流浪教師」的風潮。在輿論的壓力下，

教育部除了限縮各大學修習教育學程的比例上限之外，也即將透過評鑑方

式，實施退場機制，讓教育學程辦得不力的學校退出。然而，教育部當年

的政策宣示對於開放教育學程將「從嚴審核」（薛曉華， 1996），至今設有

師資培育機構的大學仍有五十多所，每年培養數千名師培生，退場一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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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容易。然而，如果以自由主義的看法，從市場競爭的角度出發，讓辦學

不力的師資培育機構自動退場，勢必影響學生權益。從這裡可以看出當年

師資培育多元化並沒有一套很完整的全盤規劃，更是反映出時代下政策更

弦易張的漏洞百出。  

過去，師範教育被貼上守舊的既定標籤，但是如果從 M. Foucault 的

「權力觀」來分析，「師範院校壟斷臺灣師資培育市場」此說法似乎已落入

權力鬥爭的政治語言。另一方面，不管是市場化的權力觀、還是政治上的

選票考量，似乎都可以清楚的看到師資培育政策在作更動時，背後相當複

雜的動機與因素。回過頭來，本文一開始呼應蘇峰山（ 2003）〈教育市場化

論述分析：教育鬆綁的雙重詮釋〉一文的看法，究竟教育鬆綁是要去除國

家對教育的嚴密控管，但這是否就等同於讓市場來決定教育的一切。如果

再回過頭來檢視 1994 年對於師資培育的變更，究竟「不要讓國家這隻看

得見的手來控制師範教育」此立場，或是「讓師資培育走向市場化」此立

場，何者才是正確的改革？  

伍、結論 

一、  國家始終控制教育發展 

透過歷史社會學的研究取徑，探討從日治時期到現今的師資培育制度

的發展，可以發現：  

（一）日治時期政府對於臺籍師範生，除了有錄取人數上的不平等、

雙軌制的培育、校園中的不平等對待之外，也寄望藉由臺籍師

範生來傳達母國的教育與文化，進行「日本化」。但另一方面師

範教育本身又有「疏導」臺籍學生升學的功能，但日本政府本

身是帶有目的性與工具性考量。  

（二）臺灣戰後政府由於「國共對立」的情形，加上強人政治因素，

導致數十年的師範教育淪為一種「精神國防」教育。政府對於

師範院校的控制，包含：在校園裡頭各種生活細節的嚴格規定、

黨化教育的灌輸，以便師範生將來進入校園執行政府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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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對於進入校園執教的資格必須透過師範院校才允許。但

就這一點上，對於整個臺灣的師資市場無形之中卻也達成了人

力供需平衡的情況。  

（三） 1980 年代末期解嚴，進入 1990 年代面對一連串的教改聲浪，

教育部於 1994 年公布《師資培育法》，從此確定我國師資培育

走向市場化。但是在這當中，還是經常看到國家的力量在影響

著政策的制訂與發展。  

從以上的簡短分析可以看出，國家控制著師資培育制度發展的力量一

直是強而有力的進行著。即使師培法公布至今，對於師資培育的發言論述

主導權還是掌控在國家手上。  

二、  師資培育改革的兩種論述 

如果按照蘇峰山（ 2003）〈教育市場化論述分析：教育鬆綁的雙重詮

釋〉一文的邏輯，1990 年代對於師資培育的改革有兩個方向：一是「讓國

家這隻看得見的手從師範教育中抽離」；二是「讓師資培育走向市場化」。

顯然當時的作法是以後者為先，並且這廿多年來政府對於師資培育的作

法，重點是著墨以市場化為論述的發展。因此，造成今日的「流浪教師」

現象。  

不管如何，今後的師資培育發展勢必會繼續往市場化的方向進行發

展，這也確定了教師從「公務人員」的身份終究轉向成為一種「服務業性

質」的職業。正如本文一開頭引用了經濟史學者 North 所言，「如果我們不

追尋制度的歷史演進，我們不可能瞭解今日所做的選擇。」然而，一旦我

們知道了過去的演進，我們才知道過去是做了多麼荒謬的選擇。制度發展

的每個轉折點、偶然性（ contingency）常常都很關鍵性決定了制度本身發

展的走向（ t rajectory），而且往往也無法再重頭來過，但政策決定者卻很容

易忽略這個事實。  

這或許也正呼應到本文一開頭對於臺灣師資培育制度於 1990 年代起

戲劇性發展的最佳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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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is mainly to explore and to analyze the origi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ecific group of nomadic teachers,  by re-

examining the history of teacher education in Taiwa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reason and the impact of re-enacting the Teacher Education Law in 

1994. According to the crit ical  perspective from Feng-Shang Su, Taiwan 

government’s numerous policies and implementat ions to improve education 

deregulation since 1994 are actually categorized into two discourses,  civil  

society and marketization.  As a result ,  this research total ly supports two 

concluding remarks.  First ,  the state always has the absolute governing power 

to decide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er education in Taiwan, from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o now. Second, Taiwan government advert ises and embraces 

the discourse of marketization,  rather than the discourse of building a civil  

society to manage teacher education blueprint from the 1990s.  This status 

eventually produces the bir th of nomadic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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